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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组织农民开展有效的自我建设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所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湖南北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村社主导的内源式发展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

有效路径。 文化生产共同体作为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机制，通过决策过程的共同策划、运作

过程的共同参与、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来形塑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价值认同和集体行动能力，以此

再造村庄公共性，形成有效的社会整合力并强化农民之间的社会性关联。 而文化生产共同体得以形

成的基础在于村社自主性的发挥，村社在文化振兴过程中扮演了资源协调者、组织引导者和集体行

动守护者等三重角色，以此引导、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建设。 内在的制度基础、共同的生活面向、文

化结构构成了村社实体发挥作用的能力、动力和空间，从而实现了资源、组织和价值的三重整合，进

而重构了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秩序。 由此，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需要依托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塑造，并

依靠村社自主性来构建文化再生产体系，促进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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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须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２０ 字方针。 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是凝聚乡村振兴

力量的精神支柱，乡村文化振兴和发展状况是实现乡村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指标 ［１］ 。 而村社作为

基层的社会单元恰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因此，以乡村为单位回应农民的公共文化建设，对乡

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此，探索以村庄为建设

主体的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有效实现机制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研究已经从“外部推动”向“内部发生”转变，即将政策

指导、资源投入、制度建设作为自上而下文化公共品供给的手段，以他者视角的外源式发展思路

来实现文化下乡 ［２－４］ 。 虽然外部力量可以充分解决地方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匮乏问题，但行政主

导的文化下乡是一种自上而下对乡村社会的改造而非嵌入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这就导致

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供需分离，从而造成文化下乡的内卷化发展 ［５］ 。 实际上，农村与城市的

不同之处在于村庄具有在地化的乡土自主性，村庄内生的秩序、文化民俗等内生结构都会对文

化建设和文化振兴产生重要的影响。 由此，对于文化振兴的路径考究不能仅关注外部视角，还
需要关注村庄内生的自主发展意图。 基于此，学界开始将乡村振兴的发展落脚于内部力量在推

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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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社会精英的引导。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乡贤可以在核心价值观、乡村公益事业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作为关键力量可以部分破解乡村经济与文化困局，重建乡村秩序，因而

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 ［６］ ，不仅可以通过激活文化礼俗资源等方式来

吸引精英返乡，重建乡贤成长的文化网络 ［７］ ，而且可以利用村庄传统文化规范的内在驱动力，以
乡贤个体对村庄社会的认同形塑乡村社会发展的“大公”逻辑 ［８］ 。 除了乡贤，留守妇女也可以

作为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治理主体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 ［９］ 。
其二，党政权威的介入。 在文化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需要依靠村两委等基层组织来降低国

家在公共品供给中的高组织成本 ［１０］ 。 基层组织可以借助既有的治理意图将文化建设转化为文

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移风易俗作为文化振兴的抓手介入文化治理过程，从而再造村庄

公共性 ［１１］ 。 而村干部也会借助村规民约所蕴含的舆论导向在村庄内部形成一套价值规范，在
日常生活中规约农民的文化行为 ［１２］ 。 同时，党组织作为村庄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可以通过提

升党组织治理水平、引导规制村民自治等方式全面优化村庄的基层自治和文化发展环境 ［１３］ 。
其三，文化空间的挖掘。 随着城市化、家庭发展压力的出现，人口外流弱化了农民在村庄的

生活预期，家庭与村庄的张力撕裂了农民闲暇体验的文化实践 ［１４］ 。 以民俗文化为载体来营造

村庄的公共生活空间是农民获得在场化共同体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 ［１５］ 。 可见，对文化空间的

再生产不仅有助于修复传统村落原有的文化空间，还可以生成新型的文化空间，推动乡村社会

的全面发展 ［１６］ 。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精英引导、党政示范、空间挖掘等内部视角入手，分析乡村社会对文

化振兴实现的积极意义，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与思考。 但以上研究并未凸显乡村社会

内部要素促成文化振兴的发生机制，即对文化振兴内部发生机制的分析还较为缺乏，只有从文

化振兴的具体经验中深入分析其发生机制以及机制得以实现的基础，才能更好地为乡村文化振

兴指明方向。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在于积极培育农民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增强农村社区

内聚力。 农民个体或者自组织作为参与主体虽然有较强的参与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其分散性、
受众性，以及乡村失序使得他们难以独立开展建设 ［１７］ ，还需要获得相应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因

此，如何组织农民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前提。 乡村文化共同体是乡

村振兴的内在力量，不仅可以发挥农民在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还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的

发展注入多元内生力量，吸纳村社组织、乡贤等多元主体的加入。 可见，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需

要文化共同体的塑造。 传统的文化共同体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基础而形成统一性的认知，是
一种“地方化的我们感” 。 但是随着现代化要素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城乡要素的频繁流动、乡村

的个体化倾向、礼俗的日渐衰败、村民自治组织的异化等导致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瓦解，难以再依

靠原有的社会基础来维持 ［１８］ 。 于是，乡村社会就需要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共同体形态，以多

样性的文化活动作为载体来建构新的公共性，即通过共同策划设计过程、共同参与运作过程、共
同分享发展成果来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的主体互动感，增加社会成员参与过程的体验感与意义

感。 这一“公共性的我们感”重塑，不但使社会成员具有相同的价值认同和基本共识，而且可以

基于公共精神生产出集体行动能力，来共同应对文化、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需求。 由此，本文

运用文化共同体的视角来解释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性机制，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延续性，还与

有效的文化振兴产生有机耦合。
基于此，本文以村社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载体，从文化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在地化分析

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过程以及其背后的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发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形成基础，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指明方向。 本文存在两个创新点：一
是从文化生产共同体的视角来探索符合农民公共需求的乡村文化振兴何以可能，探讨文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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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究竟如何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与实践。 二是为内源发展主义注入中国乡村发展的

实践，将乡村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相结合。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其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笔

者及团队于 ２０２１ 年在湖南省长镇北村为期 ２０ 天的实地调研。 长镇作为千年古镇，其镇域内的

文化建设形式丰富，北村作为长镇有名的文化建设排头兵，取得了很好的建设成效。 北村是距

离镇区 ２ 公里的普通村庄，全村人口 ３５８０ 多人，共 ２６ 个村民小组，分为 ６ 个片区。 北村的文化

建设不仅有政府在相关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而且得益于乡村社会内部保存较为完整的文化

结构。 内外部的发展动力共同推动了北村的乡村文化建设。

二、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实践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需要具备文化单元与社会发展空间，只有找到乡村文化的实践场域，
才能在空间的营造下找到乡土文化的实践主体与实践场景，从而确保文化振兴具有承接的单

元 ［１９］ ，进而再造村民之间的社会性关联 ［２０］ 。 由此，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包含了多重结构性要

素，具体包括实践主体推动、文化活动开展、文化空间营造、价值认同等，正是这四个要素构成了

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基础。 因此，本研究以一个地方文化振兴案例来呈现内源式乡村文

化振兴路径的实践形态，从文化主体、文化活动、文化氛围、文化价值等维度呈现本地乡村文化

振兴的全貌。
（一）多元主体参与加快村庄文化建设

主体在文化振兴中的位置是影响其有效性的关键。 想要文化建设的实践有效就需要积极

动员农民参与，但受“压力型”文化服务体制的影响，农民的文化参与是被动卷入而非自主决策

的 ［２１］ 。 而在北村，农民在文化建设中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各个不同的主体都被吸纳进建

设的队伍中。
首先，乡贤群体主动参与。 乡贤群体是北村文化建设开展的主要带头人，他们不仅热衷于

村庄的各项公益事业，还在文化建设中大展身手。 乡贤会的鲁会长不仅积极参与村庄的公益建

设，而且积极组织相应的乡村文化活动。 比如，隘口一片区的门楼竣工之后，鲁会长和十几个乡

村精英专门在春节期间组织片区内的村民开展文艺活动，活动一共演出了二十多个节目，村里

有才艺的老人和学生都积极参与其中。 “在我们这个地方，评价人好不好的标准在于回馈社会，
为村里干好事才能得到社会的正向评价和群众认可，自从当上会长，我感觉走路都带风。”
（２０２１０３２４ＬＲＧ）

其次，村片干部积极投入。 作为被村民推选出来的且具有当家人价值面向的片长和村干部

有组织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比如，长南片片长于 ２０１９ 年在片区内一共完成了美丽屋

场建设和篮球场改建两项大工程，并组织了三场村级篮球赛、广场舞表演等大型活动。 其中，美
丽屋场建设是由几个中年妇女提议的，她们需要一个跳广场舞和方便锣鼓队训练的场所。 因

此，片长在征得集体同意的情况下联系了村干部，对上向相关部门争取了 ８ 万元项目资源，对下

积极倡议农民自发捐款 １５ 万元，完成了美丽屋场的建设。
最后，普通村民自发参与。 农民对家乡的文化风俗和仪式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无论在本

地还是在外地就业，都会在春节、清明节等节假日回家探亲。 所以很多文化活动都是村民自发

组织或者要求村里组织的，比如“玩龙” 、组织春节晚会等，甚至还会主动出钱出力以确保活动

能够顺利开展。 比如，村里的春节晚会就是在村民的不断“催促”中举办的。 很多村民表示趁

着过年大家都在，应该举办点节目，营造节日的氛围，“老老少少坐在一起看节目也是一种热

闹” 。 很多村民在提完建议之后，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支持节目的筹办。
（二）多重活动开展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政府的外部支持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支持，尤其是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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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物质支持能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重要保障。 但是外部的资源供给需要与内部农民的需求

相契合，否则会导致社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长镇作为国家级和省级的文化小镇，其文化

身份成为地方文化治理的推动力。 虽然每年都有“抬阁故事会”这一固定的大型文化活动，但
还需要各个村庄自主开展文化活动来丰富地方文化建设。 当前，北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主要呈现

出两种形式：一种是依附于乡镇正式协会组织的分社，如抬阁故事会、诗词协会和书法协会等；
另一种是由村庄精英进行组织和动员的非正式活动，既包括春节期间的“玩龙”和红白事上的

锣鼓表演等传统的民俗活动，也包括篮球、游泳等体育竞技活动。 据悉，２０２０ 年北村举办了 １５
～ ２０ 项的文化活动，如以片区为单位的“玩龙” 、锣鼓表演，以村庄为单位的春节喜乐会、重阳节

庆典和诗词会，以小组为单位的篮球赛，等等。 另外，北村有锣鼓队、篮球队、舞龙队和广场舞队

等多个文化队伍，他们平时会组织一些小型的日常活动，同时也会代表本村参加镇域内组织的

一些大型公共文化活动，如篮球赛、广场舞比赛、诗画比赛等。 对于以队伍为载体的文化娱乐活

动，每年民政局会下拨 ２ 万元的固定经费用于具体文化活动的开展，对活动组织较好的村庄还

会有额外的奖补资金，此举反过来促进了地方内生文化活动的开展。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北村由于文

化活动开展良好，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优秀文化示范村”的荣誉称号。
（三）营造文化空间建构文化组织体系

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存在的问题是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的文化发展需求难

以得到回应，从而削弱了其在乡村振兴中的自主性权利 ［２２］ ，因此文化建设要以农民的实际发展

需求来开展一系列的组织动员工作。 从这点来看，北村的乡村文化是通过激活村庄内在的组织

体系，利用其内部各个层级和治理单元来回应农民的实际文化诉求，促使村民进行自我组织和

自我建设。 以重阳庆典活动的组织过程为例。 ２０１９ 年初，几个热心村民想要在村里举办重阳

节庆典，为村里的老人过个节，热闹一下，于是就向片长提出这个需求。 片长立马在每个月的党

组织生活会上进行反映。 经过村民提出、片长反映，村社负责人会将大家的意见汇总起来共同

商议，并就相关意见进行筛选。 一是通过内部合议的方式，由村干部牵头联系党员、组长、片长

共同开会商讨，确定重阳节活动的参与者范围、活动的形式、方案设计、相应的预算等；二是通过

舆论反馈的方式，将待成形的策划以舆论的方式进行扩散，以引导群众的关注，待舆论发酵一段

时间之后，村干部就召开群众代表会来交流和讨论，以筛选出符合大众需求的庆典形式。 最终

经过村干部和村庄精英的商量和讨论，达成了为 ７０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统一准备小礼品并在各

个片区自行开展重阳节活动的重阳庆典计划。 具体的活动安排则由各个片区的片长召集该片

区成员开会，向他们透露活动的形式和成本，寻求最终的方案。
可见，整个活动组织的过程是老人和村庄精英共同商议的结果，通过需求自下而上的提出、

村社精英组织商议、公共需求的转化与落地等过程，使得村庄内生层级有了开展和组织文化活

动的基础和条件，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也能够推动文化活动在村庄的长足发展。
（四）文化价值认同激活文化建设氛围

提升农民群体的乡村文化建设参与度是农民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内容，通过符号化的仪式激

活了成员的“魂”和“集体性” ，从而持续生产出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动力 ［２３］ ，而这种灵魂深入

的洗礼则来源于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北村的文化活动不是简单的个体性活动，而是大部分

人都参与的集体活动，甚至有些在镇域范围内比赛的活动是被创造出来的集体活动，需要大家

的配合和支持。 “玩龙”作为一项村庄内部最为盛大的文化活动，整个活动的开展过程不仅需

要耗费整个片区内部的人力、财力、物力，更重要的是片区成员在“玩龙”的过程中形成了强烈

的文化认同。
隘口三片区于 ２０１７ 年就举办过一次“玩龙”活动，在确定要举办这个项目之后，片区内部就

开始分头进行准备：首先，片长在片区的微信群里发通知，征集能够在腊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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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活动的年轻小伙。 “这一项集体文化活动是一种家族人丁兴旺的体现，每个参与的人都

代表着我们这个家族的至上荣誉，谁也不想舞到别的村时，稀稀拉拉几条龙，被人看不起。”
（２０２１０３２７ＣＷＲ）其次，前片长还在片区内组建活动所需的乐队，包括 ４２ 人的大鼓队，２０ 人的

腰鼓队，４０ 人的军鼓队，３５ 人的小锣鼓队、小镲队，乐队主要由中年妇女构成。 再次，经由片长

和村里商量决定，“玩龙”期间的开销由片区的乡贤和集体经济共同承担。 最后，虽然“玩龙”的

过程比较辛苦，但整个过程都是片区成员集体参与的，自然也会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出

公共的价值感和认同感。 “每当‘玩龙’走到别的片或者村里玩，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所以很多片区看到这种场面也想表现一下，总是催着片长和村干部去帮我们写申请给乡镇。”
（２０２１０３３１ＣＹＦ）

综上，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开展既激活了农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社会效能感，形成了对

村庄内生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的吸纳和引导，将其转化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又在

完成政府文化振兴目标的基础上充分组织农民进行自我建设和自我创造，将其转化为实现农民

公共文化需求的“杠杆” 。 可见，当地的文化振兴在实践过程中重建了乡村文化发展的社会秩

序，实现了村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多元协同发展。

三、构建文化生产共同体：北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机制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在于重新组织和建构农民的乡村

生活秩序，而新的生活秩序形成则源于村庄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塑造。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由

一定的地理边界、联结纽带、强烈的认同感、密切的交往关系所组成的共同生活团体 ［２４］ 。 在本

研究中，文化生产共同体并未完全脱离滕尼斯的传统共同体形态，而是以增强村落内部的凝聚

力和内聚力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文化生产共同体的作用过程中，农民不仅

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决策者，而且是参与者和受益者。 由此，可以将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操作化

为决策过程、组织运作过程、效果评估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作为文化生产共同体的组成

部分，而且也是对乡村文化振兴有效实践的机制解剖。
（一）政府赋权与决策过程的共同策划

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在于满足农民的需要，即通过提升农民能力等方式来支持和保障农民

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 ［２５］ 。 而如何让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

主体，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其中，其本质在于让农民能够自主决定乡村建设的内容和事务，具备自

我开展和自我建设的空间，能够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保持自主选择的机会与行为，不被外界

因素控制或者深度干预，将农民自下而上的建设需求与自上而下的资源下乡有机整合，从而通

过利益吸纳形成文化建设的利益共同体。
长镇作为省级的文化小镇，每年都有文化活动的指标要求，但这些活动指标并不是由镇里

一手操办，而是由村庄自行组织并作为年终评比的一部分内容。 乡镇不仅对获得“优秀文化示

范村”的村庄发放 ２ 万元的奖励基金，每年还会给予村庄一定的文化发展基金推动村庄自我建

设。 当村庄有大型的文化活动需求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额外获得政府支持。 另外，乡镇

还推动乡贤会的发展，以乡贤组织为载体推动地方的文化建设。 ２０１９ 年，镇政府就开始成立镇

一级的乡贤会，并在各个村庄组织成立村乡贤会。 村乡贤会受镇一级乡贤会的管理，并引导乡

贤参与到村庄治理的事务中。 村一级的公共建设和治理事务要求由村两委干部和乡贤群体共

同协作参与。 这些举措都为乡贤群体搭建了充分的展演平台和机会。 ２０２１ 年，镇政府倡导各

个村庄要开展有关党建的文化活动，申报村庄在定下活动方向之后将获得镇政府拨付的 ２ 万元

党建经费，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由村庄自行决定并上报给宣传口备案。 可见，当村里具有自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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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选择权” 、村民能够通过自治的方式来满足公共需求与公共事务时，农民就真正具有参与

公共文化建设的决策和实施机会，这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关联可以很好地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

性，从而避免文化建设变成“形式上的自治” 。
（二）精英引导与运作过程的共同参与

在实际组织的过程中，虽然农民个体有很强的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愿和主动性，但是难

以获得有效的回应。 有效回应农民对公共日常闲暇生活的新需求，整合内部人力资源并将其自

主发展的意识激发出来，这既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动力，又是农民集体行动的基础。 在

北村，无论是片长还是村干部都是村庄中的社会精英，他们要么是家族中辈分高的，要么是当过

多年村干部的，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乡里乡亲总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到建房审批，小到日常

的红白事操办，因而村民对村干部有一定的依赖度。 同时，村干部等内生的社会性权威更倾向

于满足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可以较容易地取得村民普遍的信任，这就使得村干部在开展活动时

其人情、面子等社会性权威都可以用于引导群众，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比如每年春节的时候，
村干部和片长就会邀请村庄精英一起开会，一方面汇报村里今年的发展情况，共同商议次年的

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召集村庄精英捐款以推动村庄发展。 “每次搞活动，村干部和片长来找我捐

款，毕竟也都是村里的干部，都是为了村庄的发展，我肯定是要给面子的。” （ 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ＺＱＧ）另

外，村庄精英也会尽可能地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鼓励他们自主开展活动并给予一定的支持。
比如一些退休的老师和干部提议可以建立老年人协会，给村庄有文化有才艺的老人提供日常闲

暇的去处，于是村里就动员村里的积极分子建立了老年人诗词协会，逢年过节会请他们作诗、写
对联，让他们有发挥余热的机会。

由此，对村社内生资源的撬动可以实现对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双重动员，激发他们参与的积

极性，农民的主体性也在组织化实践中不断提升，使之主体性价值得以彰显。 整个文化活动从

开始提出到讨论再到落地都是由村庄精英和农民共同协作的结果，是将少数人的需求转化为片

区或者小组内部公共需求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实现了对农民的充分动员，给予并保障

了农民的参与权利，激发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现了对组织者的动员，农民的需求反

馈和最终的集体评议都是对组织者的依赖与信任，从而不断促使他们产生组织的热情。 由此，
整个过程有效实现了对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双重动员。

（三）公共精神与发展成果的共同享用

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重塑乡村社会的价值信仰、伦理规范和公共精神，让农民在活动过程

中拥有充分的价值认同与归属意识。 当价值认同产生后，就可以整合农民的权责意识和集体观

念，以更好地形成集体行动并有助于共同目标的实现，从而确保发展成果可以集体共享。
这种公共精神的形成需要双重机制：其一是以集体活动为核心的价值再生产。 集体活动代

表一种团结、整合的力量，尤其是当机会比较稀缺的时候，谁能够被组织起来就意味着该片区比

较团结。 因为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功能是对“马铃薯状”的村民产生凝聚和黏合 ［２６］ 。 正是对祖先

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所产生的强大向心力，使得农民不断生产出身份认同和责任归属。 而在文化

活动中生成的内聚力也会蔓延到乡村建设中的其他方面，村民的配合程度也很高。 比如 ２０１９
年隘口一片区进行道路拓宽时，片区精英带头捐资了 ２０ 万元，普通村民按每人 ２００ 元进行摊

派，张阿姨家共计 ５ 口人，出了 １０００ 元，因为家中有车另出了 １０００ 元。 “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

事情，只有大家都支持才能发展得好。” （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ＺＱＧ）
其二是集体行动形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 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成员之间共同参与和

互相配合才能把活动搞好，而协调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责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组织能力

彰显的结果。 其间，参与成员不仅加强了情感的交流，还在行动中以公共规则形塑公共意志。
参与“玩龙”的成员如果在排练的时候不认真或者不配合，就很容易出现跟不上同伴步伐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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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龙身塌陷的情况，直接影响到整体的排练进度，这个时候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会纷纷对其进行

“劝告” 。 “ ‘玩龙’就是为了让人看到我们是团结的，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让别人看不起我们。”
（２０２１０３２２ＣＪ）可见，农民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公共精神也会被内化为行动过程中一致性

的权责关系，从而将其转化到乡村公共建设中，进而避免了“搭便车”等困境，为乡村建设提供

了一个共同行动的单元。
由此，村社组织激活了农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社会效能感，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组

织农民进行自我建设和自我创造。 文化生产共同体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性机制，秉承了一

种典型的自下而上整合村庄的逻辑，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达成了资源、组织、价值等社会整合效

力，使得村庄具有较强的建设空间、组织能力和参与动力，进而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可持续、有组

织、有成效的乡村文化建设体系。

四、村社自主性：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塑造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要协调美好生活需要和充分发展之间的关系，就要顺应农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组织农民开展自我建设 ［２７］ 。 组织农民开展文化振兴离不开村社自主性的发

挥，而乡村自主性是乡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一种特质，既包括有动用自身资源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又包括基于自身利益与意愿开展的项目，还包括在整个项目开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归属

感 ［２８］ 。 基于学界既有关系村社自主性的分析，本研究认为所谓的村社自主性是指村社实体具

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动力和空间，且在具体的文化振兴中扮演了资源协调者、组织引导者和集体

行动守护者等角色，以此引导、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建设。 而村社自主性的发挥内核在于制度

基础、共同的生活面向和文化结构的支持，以此实现了资源、组织、价值的多重整合。
（一）制度基础、组织能力与资源整合

想要保障农民成为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作用得以发挥的制度条件。 村社

作为一级治理主体，可通过对村庄内部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的有效配置来提升组织能力建

设。 而组织能力包括村社在相关公共建设过程中争取资源、利用资源和整合资源等能力。 乡政

村治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凸显了村级组织在基层治理和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主动

性 ［２９］ ，这一双层治理结构强调了村庄在自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决定权。 村级组织作为正式的

治理主体是行政体制和民主选举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决定了其具备将上级政治任务与农民需求

相结合的合法性身份，也为村庄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 一方面，村委会由村

民选举投票产生，那么村级组织作为对广大农民负责的当家人需要积极回应农民的治理诉求；
另一方面，村庄治理也要在贯彻国家意志的前提下产生自治，因而文化振兴虽然作为政府文化

治理的目标，但其具体的建设内容与建设实施还是由村级组织自主安排并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基

础上开展。 可见，村一级作为国家对接农民的“中间人” ，具有合法性的治理权力和治理身份，
而这种合法性还需要与自治体制相结合才能实现有效的公共品供给，从而减少互动过程中产生

的摩擦。
村集体的制度化身份也可以为村庄的发展争取自上而下的资源与政策输入。 村社组织作

为行政体系在农村社会的组织延伸，其能够以体制内部互动的方式对接地方政府，整合政策资

源 ［３０］ 。 因此，只要涉及项目资金或者申请相关的项目，村集体作为正式的组织就可以出面与地

方政府对接再转而用于村庄的具体建设。 比如隘口片的文化广场是村集体向民政部门争取了 ８
万元的项目资金才得以建成。 另外，村干部还会利用其社会性关系在体制内进行“化缘” 。 人

际关系和社会资本在行政体制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村干部可以在工作中频繁与上级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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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从而利用非正式的“化缘”方式向乡镇或者县级政府争取各项资金支持来维系村庄后续

的发展 ［３１］ 。 村书记在日常的村庄工作中会频繁承接政府下派的各项行政任务，这就为村庄建

设的活钱来源提供了条件。 每当村里需要公共建设或者组织文化活动时，村书记就会到政府部

门讨要活钱，多则 １０ 万元，少则 ２ 万 ～ ３ 万元，２０１９ 年村主路的道路硬化就向县交通局争取了 ６
万元的经费。 可见，村一级的制度化优势可以为村庄文化建设提供相应的资金来源，用于村庄

内部的实际发展建设，以达到外部资源内部化的效果。
（二）生活面向、发展动力与组织整合

乡村振兴是统筹与整合乡村社会内外部资源以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只有以农民意愿为行

为准则，才能凭借其整合能力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 ［３２］ 。 那么，在农民具有较强文化需求的背景

下，如何有效回应农民对于公共日常闲暇生活的需求，盘活村庄内生的资源形成文化行动共同

体是评价乡村文化振兴开展效果的重要指标。 在村的生活面向和社会面向就成了吸纳农民参

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不竭动力。 村落社会是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是人们实现地方性公

共事务的基本单元，农民生产、生活的共同需求成为吸纳农民参与的重要组织基础，因为在共同

生活的预期之下，农民对于村庄是有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它们可以激活农民的参与积极

性。 公共空间为农民提供了相互交流、沟通感情的平台空间，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

整合 ［３３］ 。 而通过农民自我组织建立的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新秩序，不但需要有效回应农民对日

常闲暇生活的需求，而且需要回应农民本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种嵌入社会的文化

建设。
同时，村庄内部层级化的行动单元与农民利益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片区是在原自然村基础

上划分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行动和认同单元，通过层次划分，小到小组、中到片区、大到村

庄都可以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组织基础与组织优势来调动组织内部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引导

他们主动地开展活动。 于是，村、片、组等三重不同层级的社会认同结构就可以发挥乡村文化振

兴的组织优势，分别回应村民不同层面的生产生活需求。 对于本地的农民而言，白事是农民家

庭最普遍最主要的公共生活需求。 每当有人家要办白事的时候，主家会邀请组长和红白理事长

共同操办，红白理事长会根据仪式的时长和内容安排需要的人，组长再去请抬棺和帮忙的人，在
下葬那天由 １６ 个壮年抬棺一同送逝者上山，锣鼓队和组里的村民也一起送行，场面极为壮观，
长此以往就形成了白事仪式的文化风俗。 由此，可以利用村社内生的组织单元来组织农民自己

创造美好生活。 由内部组织层级来提供的公共品供给既可以很好地在了解农民需求的基础上

给予回应，又可以利用村庄中既有的组织架构通过集体行动实现自我建设，从而低成本、高效率

地实现组织整合。
（三）文化结构、参与空间与价值整合

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功能是对村民的凝聚和黏合，有了在活动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产生

强大的向心力，才能使农民产生身份认同和价值依赖，从而在集体行动中不断调整行为以达到

效益最大化。 而宗族文化底色是村民形成村庄认同、产生集体行动的价值基础，村庄精英作为

宗族文化的产物，在这种价值认同和价值评价的牵引作用下会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

动，并在活动中形塑公共精神。
其一，宗族长老凝结支脉聚合力。 宗族是因共同的血缘关系而形成的“自己人”关系结构，

同一个族人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差序格局中最亲近的人。 而宗族长作为当家人，可以利用

自己人认同强化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结，从而增强集体行动能力。 比如隘口片内分为三个片区，
一、二片以鲁姓为主，三片以周姓为主。 片长作为家族的房头长，在清明祭祖、白事帮忙上起到

很重要的作用，这些活动都需要在房头长的带领下才能完成，因而农民对房头长的社会认可程

度很高，基本上房头长去做工作，这一支脉的村民都会支持。 久而久之，片区内部就会形成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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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规则，所有的公共文化活动及公共建设，成员都会积极参与、主动配合，确保相关活动得

以有序进行。
其二，家族荣耀推动文化活动的开展。 宗族会通过文化仪式和公共活动的开展来区分自己

人与外人，同时在仪式开展的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出自己人的认同，从而通过集体活动的开展来

形塑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 比如“玩龙”作为宗族力量的展演活动，是一种在正月期间走家串

村讨吉利的娱乐活动，具有公共性生产的功能。 “玩龙”的频次越高、舞龙的数量越多，就表示

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越强。 人心齐，成员的参与积极性自然就高，更加有认同感和集体观念。 于

是，这种公共仪式的开展既促进了片区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感，又使得农民的生活意义得

以充分表达。 可见，价值动员的方式可以激活村社成员的公共精神，使其形成具有公共价值和

意义感的共同体单位。
综上，村社自主性的发挥使得村庄在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发展动力和

参与空间，而村社的制度基础、共同生活的面向、社会文化结构是实现资源整合、组织整合、价值

整合的内在机制。 这一过程强化了村民之间的社会性关联，凝聚了村庄社会的公共性，让农民

在利益、价值吸纳下积极参与村庄建设，从而保证了村庄的需求与文化建设的目标相结合，进而

在乡村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能力的共同体单元 ［３４］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

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和论断。 他认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

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 通过对北村文化建设的实地调

研发现，文化生产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有效实践的机制，决策过程的共同策划、运作过程

的共同参与、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再造了村庄公共性，其背后的基础在于村社自主性的发挥。
村社自主性的发挥使得整个村庄很好地实现了资源整合、组织整合、价值整合，从而重构了乡村

公共文化生活秩序。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而随着农民生产生

活方式的转变，乡村振兴应该着眼于文化振兴与文化建设，以此来回应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安顿农民的日常闲暇生活。 因此，要充分理解乡村文化的基本形态，基于对地方社会逻

辑和区域的总体把握来进行相应的文化政策制定与设计，以地方文化活动形式作为相关公共政

策落实的组织载体与抓手。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条建议：第一，要平衡政府、村社和村民三者

之间的关系，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文化治理的互动关系。 其中，政府承担乡风建设所需的资金，扮
演政策提供者的角色；村社集体扮演引导、动员和组织农民开展建设的角色。 通过两者的共同

分工来满足农村的公共文化精神需求，从而形成社会主导、政府协助、农民参与的文化治理新格

局。 第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是地方文化活动开展的前提条

件，农民只有参与到具体的文化活动中才会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 由此，可以加大对农村

闲置的校舍、厂房以及祠堂进行改造，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１］戚迪明， 刘玉侠， 任丹丹 ． 转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反思［ Ｊ］ ． 江淮论坛， ２０１９（６） ：１４－２１．
［２］吕宾 ．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 Ｊ］ ． 求实， ２０１９（２） ：９７－１０８．
［３］周锦， 赵正玉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Ｊ］ ． 农村经济， ２０１８（９） ：９－１５．
［４］段小虎， 闫小斌， 荆皓 ． 从 “农村文化建设” 到 “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维度与思维模式的转变［ Ｊ］ ． 图书

馆， ２０１８（９） ：１－４．

１６

第 ６ 期 甘颖 　 村社自主性、文化生产共同体与乡村文化振兴



［５］韩鹏云 ．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Ｊ］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８（３） ：１０３－１１１．
［６］吕霞， 冀满红 ．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乡贤文化作用分析： 历史与现状［ Ｊ］ ．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９（６） ：６３－６８．
［７］季中扬 ．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民俗文化资源［ Ｊ］ ．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２） ：８９－９４．
［８］高万芹 ． 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内在逻辑［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 ２０２２， ２２（４） ：９１－１０２．
［９］崔盼盼 ．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再造与路径创新———以 “赣南新妇女” 运动为例［ Ｊ］ ．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 ３９（３） ：１０１－１１０．
［１０］李祖佩 ． 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 ———以湖北省空心村为分析对象［ Ｊ］ ． 中州学

刊， ２０１３（６） ：７２－７７．
［１１］李永萍 ． 村庄公共性再造： 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福建省晋江市 Ｓ 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

［ Ｊ］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 ３８（３） ：７２－８２．
［１２］石惠文 ． 社会合法性建构： 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 Ｄ 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Ｊ］ ． 天府新论， ２０２２

（５） ：１１３－１２２．
［１３］何金凤， 王晓荣 ． 农村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与基层政治生态优化［ Ｊ］ ． 理论学刊， ２０１６（３） ：４２－４７．
［１４］曹海林 ． 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 Ｊ］ ． 中

国农村观察， ２００５（６） ：６１－７３．
［１５］毛一敬， 刘建平 ．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Ｊ］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 ３８

（３） ：９２－９９．
［１６］陈波， 徐若蓝 ．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以二官寨为例［ Ｊ］ ．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２２（１２） ：６１－７１．
［１７］刘碧， 王国敏 ．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 Ｊ］ ． 探索， ２０１９（５） ：１１６－１２３．
［１８］朱志平， 朱慧劼 ． 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共同体的再造［ Ｊ］ ．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６） ：６２－６９．
［１９］曹立， 石以涛 ． 乡村文化振兴内涵及其价值探析［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 ２１（ ６） ：

１１１－１１８．
［２０］吴理财， 夏国锋 ． 农民的文化生活： 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 Ｊ］ ．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０７（２） ：６２－６９．
［２１］高晓琴 ． 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振兴路径［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０， ２０（６） ：８７－９６．
［２２］周柏春 ． 乡村振兴的主体维度分析： 以农民为视角的考察［ Ｊ］ ． 农村经济， ２０１９（９） ：２５－３２．
［２３］杜鹏 ． 情之礼化： 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Ｊ］ ．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９（５） ：１３７－１４３．
［２４］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Ｍ］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２５］梁红泉 ．农村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与农村现代化的推进［ Ｊ］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３４

（５） ：７８－８２．
［２６］张新文，张龙 ．乡土文化认同、共同体行动与乡村文化振兴———基于鄂西北武村修复宗族文化事件的个案

启示［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２１（４） ：１９－２８．
［２７］金伟，金妮 ．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困境及其价值超越［ Ｊ］ ．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５） ：６０－６５．
［２８］董磊明，邹松 ．中国村社自主性与外部资源的内部化［ Ｊ］ ．学术月刊，２０２０，５２（６） ：７１－８３．
［２９］张厚安 ．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 Ｊ］ ．政策，１９９６（８） ：２６－２８．
［３０］望超凡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２１（３） ：２８－３６．
［３１］田先红 ． 弹性财政： 基层化缘行为及其解释［ Ｊ］ ．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 ５８（２） ：５－１５．
［３２］甘颖 ． 组织化再造： 基层组织能力提升的制度嵌入机制研究［ Ｊ］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２

（１） ：１４０－１４８．
［３３］张良 ．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 Ｊ］ ．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３（１０） ：９１－１００．
［３４］刘祖云，张诚 ．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 Ｊ］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４） ：４２－４８．

（责任编辑：李凌）

２６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３ 卷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ＡＮ 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ｏｌｉ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ｎ⁃ｓｉ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Ｂｅｉｃｕｎ， Ｈｕｎａｎ，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ｏｉ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ｏｉ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ｌａｙ ｔｈｒｅｅ ｒｏｌ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ｉｆ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ｔｈｕ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３６

第 ６ 期 甘颖 　 村社自主性、文化生产共同体与乡村文化振兴


